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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搭便车”到区域协同
——区域政府间治霾策略博弈研究

柏 康 王世进 邵子健*

摘要：雾霾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对我国发展也造成了巨大困扰，而协同治

霾则被广泛认可为科学治霾途径。鉴于此，本文以政府间协同为研究要点，构建中

央政府与不同地方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方在不同政策倾向下的收

益情况，并通过仿真分析研究了治霾收益、成本、区域异质性等不同要素变动对治

霾政策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积极策略，中央政府采用消极规制策略更利

于稳定协同治霾机制形成，且对于“搭便车”处罚力度越大，形成博弈稳定速度越快；

除了直接的治霾成本和收益，区域异质性导致的分配系数差异是造成“搭便车”行为

的关键因素；“搭便车”行为会造成中央政府社会效应的丧失，而促成地方政府协同治

霾是中央政府获取社会效益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的角度，提出了在机制建设及具体操作层面促进区域协同治霾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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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雾霾是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是我国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雾霾给社会发展和人民健

康带来的伤害正变得愈发难以忽视。曹彩虹和韩立岩（2015）研究指出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总成本

的增长率远高于同期地区GDP的增长率。中国每年由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的人数在 120万至

160万之间，经济损失最高可达年GDP的8%（Kamal et al.，2018；Hong et al.，2019）。此外，污染还将

招致一定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削弱当地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李明、张亦然，2019；Li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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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而雾霾与各类空气污染物同根同源，危害巨大。党中央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再度表态要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但雾霾扩散范围广，流动性强，具有很强的空间溢出性和空间

关联性，易大范围快速扩散，依靠单边或局部治理很难从整体上、根本上解决区域性雾霾污染问题

（Wu & Li，2017；陈诗一、陈登科，2018；Zhao et al.，2018；刘萧萧，2021；齐园等，2021）。因此，需要

跨区域的协同治理行动以有效控制污染、降低治理成本（Wu & Li，2017）。
在此情形下，强化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相互倚重的协同治霾机制和协同责任意识便成为了打

赢治霾攻坚战的重中之重。国外学者 Jutze和Gruber（1962）最早提出了大气污染有扩散性的特点，

其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群众利益，地区间应该联合起来，采取搭配性的措

施，共同应对。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制定合理环境治理政策可实现降

低雾霾污染和提高经济质量双赢。然而，区域异质性导致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个体利益和整体

利益等利益调节成为阻碍各地雾霾治理统一战线形成的重大现实难题，区域合作治霾机制很难建

立，由各地自发推动的协同雾霾污染防治行动难以实现。周凌一（2022）研究指出上级政府要求性

的规制行为可以促成地方政府的非正式协同，采取一次性或应付性举措，而绩效考核则可以使地方

政府达成制度化机构化的正式协同。换言之，区域政府间协同治霾行动需要原始推动力，比如上级

政府规制，以及科学的协同机制（如绩效考核）等。为此，国内学者就如何实现稳定的区域政府间合

作及合作过程中的协同治理机制做出了许多探索。赵树迪和周显信（2017）指出区域协同共治的困

境主要源于跨行政区合作权责不清、监管失位、执行力不足、无序的府际竞争与府际博弈等因素。

肖周燕和李慧慧（2021）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实证研究三地合作发展对雾霾治理的影响，结果指

出在协同经济发展过程中雾霾共治也颇有成效。同样以京津冀地区为范例针对区域雾霾协同治理

的研究还有许多，齐园等（2021）指出通过制定产业协同发展规划，京津冀三地自上而下的产业结构

升级和转移可以实现减排；初钊鹏等（2017）则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探究了地方政府在雾霾协

同治理中的集体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三地政府在合作治霾行动中的行为决策主要取

决于当地在区域整体内“搭便车”与参与集体行动的收益比值，控制搭便车收益是集体行动成功

的关键。

构建跨区域大气污染共同治理框架的关键在于多主体关系的处理，而多主体关系管理的核心

则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汪伟全，2016）。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来模

拟区域间政府在面对流域、大气等强扩散性污染治理问题上的行为决策，探寻府际间合作治污的稳

定模式以及协同主体间的动机、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Li et al.，2021）。李胜和陈晓春（2011）指出，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配问题，中央政府的政策难以在地方得以施行，地方政府间博弈的非理性

均衡是跨区域协同受挫的根因。高明等（2016）利用演化博弈模型测算出了中央政府参与和不参与

模式下地方政府属地治污与合作治污四条路径的博弈结果，阐明了协同收益是达成政府间合作的

必要条件，而合作的稳定性则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参与力度和治理成本。景熠等（2021）进一步改进

了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在多政府参与的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协同增量成本会产生成倍的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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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协同机制稳定的关键，而协同加成收益的正向效应则会边际递减，中央政府应适时引导规制，

减少协同增量成本，调整收益激励模式。而在具体行动中，Jiang等（2017）的研究表明，协同治理政

策既有自上而下的协调，也有地方政府间横向的协调，地方政府在响应中央的速度上存在差异，在

治理指标和具体措施上也有差异。崔立志和陈秋尧（2021）则指出伴随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相邻

城市的环保治理策略从“竞争”变为了“模仿”，相邻城市倾向于采取相似治理强度，“搭便车”助长了

“搭便车”。国外学者将区域捆绑、签订合作协议和有效的奖惩机制视作重点（Tacconi et al.，2008；
Liu et al.，2016），国内学者的观点则主要包括从全局规划打造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网络和区域联

防联控机制，坚持常态化监管模式，落实雾霾治理履责考核和环境规制政策等（汪伟全，2014；邵帅

等，2016；刘华军、雷名雨，2018）。
由上文可知，现有研究已就大气污染共治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已有文献指出了构建跨区域协

同治理框架的关键在于多主体关系的处理，而多主体关系管理的核心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贡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政策讨论和

理论研究，较少有关协同可行性和具体实施环节影响要素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博弈

矩阵模拟政府间协同治霾的利害得失，探索协同治霾模式形成路径和稳定性状况，针对性地对区域

合作治霾可行性和关键点做出分析，进而为政策实施做出指引。其次，学者们更多关注跨区同级政

府间的横向关系，而较少研究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协调。少数将上级政府纳入讨论的文章，或是

未将中央政府纳入协同治理整体考虑博弈稳定，或是未在模型中具体给出上级政府参与方式。本

文将中央政府的参与行为分为奖励和惩罚两类具体行为的同时，将中央政府的利益纳入了博弈整

体考量，并对可能影响协同机制的参数做出了具体分析，对参数的影响程度做出了清晰说明。最

后，本文从政府间异质性差异视角着眼，在博弈系统中引入收益分配系数，并在此基础上测试了不

同参数变化时因博弈参与方博弈力量不均对其治霾决策的影响，博弈过程更贴近现实，结果可参考

性也更强。

二、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一）问题描述

由于生态的整体性和污染的空间溢出性，面对以大气和水等强流动性污染问题时，需要跨区域

政府间协调共治已逐步成为共识。只是同样是区域协同治理，雾霾治理与流域治理却不尽相同。

一般而言，流域A的水质由上游n个地区共同决定，且流域A及其上游又共同影响着下游流域B的

水质情况，流域协同问题存在明显的上下游关系，因此上游和下游地区在协同治理博弈中决策方式

也有所不同（李胜、陈晓春，2011）。而雾霾无上下游之分，在有限理性的决策中，横向平级的政府决

策行为同质无差异，因此在博弈模型中，参与府际合作的多个地方政府便可简化为地方政府A和B
（聂丽、张宝林，2019）。此外，我国有明确的行政区划分，所以流域权属存在清晰界限，水污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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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靠近下游流域的行政边界处，在没有上级政府干涉的情况下，下游流域作为受害方选择协同

治理倾向显然更高。在中央政府参与时，对受害方的生态补偿要求以及对“合作”与“不合作”的奖

惩指示也更容易下达。而因为无上下游关系，同时不同于河流的位置固定，雾霾流动方向的随机性

和流动范围的无序性更强，所以在设计雾霾协同博弈模型时，对于收益分配便无需做方向性考量。

但是与此同时，不同的决策行为对于雾霾治理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及分配则必须纳入思考。所以，在

本文的博弈模型中还需要设置收益分配系数和不协同效益损失系数。总体而言，相较流域等环境

问题，雾霾成因更庞杂、扩散更不规律、监测难度更大，政府间协同的权责划分也更不易，科学的协

同治霾机制更难建立。

（二）模型基本假设

本文基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规制政策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政策的影响，综合考虑各类影响雾霾

治理参与者策略选择的因素，在借鉴聂丽和张宝林（2019）、李昊（2019）、高明等（2016）的研究基础

上，提出了如下的参数假设：

假设1：在不考虑其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问题上的关系进

行描述，构成一个完整的博弈系统。假设博弈的参与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参与人，每一个主体掌握

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

假设2：博弈系统中共有3个参与主体，即地方政府A、地方政府B、中央政府G。其中，地方政

府A和地方政府B的策略集合为（协同治理、搭便车）；中央政府G的策略集合为（积极规制、消极规

制）。以 x 代表地方政府A在策略选择中秉持协同治理的概率，则1−x 为秉持搭便车的概率。同

理，y 代表地方政府B在策略选择中秉持协同治理的概率，1−y 为秉持搭便车的概率；z 代表中央

政府G积极规制的概率，1−z 代表消极规制的概率。

假设3：策略定义。协同治理表示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双方合作、优势互补，通过不断地努

力以实现雾霾治理的最大收益，力争彻底解决雾霾问题。“搭便车”表示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双

方在雾霾治理中一方积极治理雾霾而另一方则不治理雾霾，导致积极治理雾霾的一方无法获取预

期治理收益。积极规制代表中央政府从正面引导地方政府进行雾霾治理，即对地方政府A和地方

政府B之间的雾霾治理合作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具体包括：对地方政府给予政策性补贴、对雾霾治

理有成效的地方政府的未来发展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消极规制代表中央政府从反面限制地方政

府雾霾治理中的不当行为，即对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在雾霾治理合作中的不当行为给予一定

的处罚，具体包括：对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在雾霾治理合作中的“搭便车”行为给予惩罚。

假设4：设 R 为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雾霾治理的协同治理总收益，α为地方政府A在雾霾

治理总收益中的收益分配系数，β为地方政府B在雾霾治理总收益中的收益分配系数。同时，收益

分配系数 α和 β满足 0≤ α，β≤ 1且 α + β = 1。

假设5：当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同时选择协同治理策略时，合作双方会获得额外收益VA 、

VB 。同时，因为受中央政府G策略选择的影响，在政府积极规制策略选择前提下，合作双方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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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收益VA 要大于在政府消极规制策略选择前提下合作双方获得的额外收益VB 。

假设6：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的雾霾治理成本分别为 CA 和 CB ，当双方在合作中同时秉持

协同治理策略时，双方会因为合作提升效率而各自缩减治理成本 cA 和 cB ，故双方同时选择协同治

理策略时的合作成本分别为 ( )CA−cA 和 ( )CB−cB ；当地方政府中一方选择协同治理，另一方选择

“搭便车”行为，则选择协同治理的一方在付出治理成本的情况下仍无法获取全部的治理收益，即会

因为选择“搭便车”行为一方的不作为导致治理效果受损，损失系数为 wi（i =A，B）。

假设7：在中央政府G选择积极规制策略时，中央政府会对协同治理的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政

策性补贴和优惠政策，设 GA 和 GB 为中央政府G给予协同治理的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的政策

性补贴；在中央政府G选择消极规制策略时，中央政府会对选择“搭便车”行为的地方政府给予惩

罚，设 FA 和 FB 为中央政府G给予选择“搭便车”行为的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的惩罚（若双方均

不治理即都以“搭便车”方式给与惩罚）。

假设8：设 H 为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协同治理雾霾为中央政府G带来的社会效益，例如政

府的社会公信力、权威性、政策推行效率等。当地方政府一方选择协同治理，另一方选择“搭便车”

行为时，会对社会效益带来减免，减免系数为 ri（i =A，B）。

综上所述，参数设定和博弈支付矩阵见表1—3。
表1 参数设定

参数

x

y

z

R

α、β

VA 、VB

CA、CB

cA、cB

wi（i =A，B）

GA、GB

FA、FB

H

ri（i =A，B）

定义

地方政府A秉持协同治理的概率

地方政府B秉持协同治理的概率

中央政府G积极规制的概率

地方政府协同治霾的总收益

地方政府A和B的雾霾治理总收益分配系数

地方政府A、B协同治霾额外收益

地方政府治霾成本

协同策略下治霾成本缩减

“搭便车”行为一方的不作为导致的治霾效益损失系数

中央政府积极规制策略下对参与治霾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
和优惠政策

中央政府消极规制策略下对“搭便车”地方政府的政策性处罚

地方政府协同治霾为中央政府G带来的社会效益

当地方政府一方选择协同治理，另一方选择“搭便车”行为时
的社会效益系数

取值范围

0 < x < 1

0 < y < 1

0 < z < 1

R

0 ≤ α，β≤ 1且 α + β = 1

VA、VB > 0

CA、CB > 0

cA、cB > 0 且
CA > cA，CB > cB

0 <wi < 1

GA、GB

FA、FB

H > 0

0 < r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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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央政府G积极规制时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协同雾霾治理的博弈支付矩阵

地方
政府A

协同治理
x

“搭便车”
1- x

地方政府B
协同治理 y

α( )R +VA +GA−( )CA−cA

β( )R +VB +GB−( )CB−cB

H−GA−GB

αR
βR−CB−wB +GB

γB H−GB

“搭便车”1−y

αR−CA−wA +GA

βR
γAH−GA

00
0

表3 中央政府G消极规制时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协同雾霾治理的博弈支付矩阵

地方
政府A

协同治理
x

“搭便车”
1- x

地方政府B
协同治理 y

α( )R +VA −( )CA−cA

β( )R +VB −( )CB−cB

H

αR−FA

βR−CB−wB

γB H +FA

“搭便车”1−y

αR−CA−wA

βR−FB

γAH +FB

- FA- FB

FA +FB

（三）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1. 中央政府复制动态方程与演化路径

中央政府G选择积极规制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EY
G = xy(H−GA−GB)+ x(1−y)(γAH−GA)+ (1 - x)y(γB H−GB) （1）

中央政府G选择消极规制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E N
G = xyH + x(1−y)(γAH + FB)+ y(1−x)(γB H + FA)+ (1−y)(1−x)(FA +FB) （2）

中央政府G以 z 和1 - z 的概率选择监管和不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G)= zEY
G + (1−z)E N

G （3）
则中央政府G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G)= dz
dt

= z[EY
G−E(G)]= z[EY

G−zEY
G−(1−z)E N

G ]= z(1−z)(EY
G−E N

G )

= z(1−z)[x(FA−GA) + y(FB−GB)−(FA +FB)] （4）
2. 地方政府A复制动态方程与演化路径

地方政府A选择协同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EY
A = zy[α(R +VA)+GA−(CA−cA)]+ z(1−y)(αR−CA−wA + GA)+ (1 - z)y ×

[α(R +VA)−(CA−cA)]+ (1−y)(1−z)(αR−CA−wA) （5）
地方政府A选择“搭便车”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E N
A = zyαR + (1−z)y(αR−FA)−(1−y)(1−z)F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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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A以 x 和1 - x 的概率选择协同和“搭便车”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A)= xEY
A + (1−x)E N

A （7）
则地方政府A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A)= dx
dt

= x[EY
A−E(A)]= x[EY

A−xEY
G +(1−x)E N

G ]= x(1−x)(EY
A−E N

A )

= x(1−x)[z(GA−FA)+ y(αVA−αR +wA + cA)+ (αR−CA−wA +FA)] （8）
3. 地方政府B复制动态方程与演化路径

地方政府B选择协同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EY
B = xz[β( )R +VB +GB−( )CB−cB ]+ z(1−x)(βR−CB−wB + GB)+ (1−z)x[β( )R +VB −( )CB−cB ]+

(1−x)(1−z)(βR−CB−wB) （9）
地方政府B选择“搭便车”策略时的期望收益为：

E N
B = zxβR +(1−z)x(βR−FB)−(1−x)(1−z)FB （10）

地方政府B以 y 和1 - y 的概率选择协同和“搭便车”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B)= yEY
B + (1−y)E N

B （11）
则地方政府B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B)=
dy
dt

= y[EY
B−E(B)]= y(1−y)(EY

B−E N
B )= y(1−y){z(GB−FB)+ x[βVB +FB−( )CB−cB ]+

(1−x)(βR−CB−wB +FB)}= y(1−y)[z(GB−FB)+ x(βVB + cB−βR + wB)+ (βR−CB−wB +FB)] （12）
4.演化博弈稳定分析

（1）中央政府规制策略演化稳定分析。当 x(FA−GA)+ y(FB−GB)−(FA +FB)= 0 时，有 F(G)= 0

恒成立，对于任意的 z 的取值都有中央政府稳定策略；而当 x(FA−GA)+ y(FB−GB)−(FA +FB)¹ 0 时，

根据演化稳定理论，若存在行为策略 z* ，能使 F(G)= 0 ，
|
|
||

dF(G)
dt z = z* < 0 ，则中央政府处于演化稳定

策略点。

dF(G)
dt = (1−2z)[x(FA−GA)+ y(FB−GB)−(FA +FB)] （13）

令 x(FA−GA)+ y(FB−GB)−(FA +FB)= 0 ，则：

x' =
(FA +FB)−y(FB−GB)

FA−GA

（14）

y' =
(FA +FB)−x(FA−GA)

FB−GB

（15）

当 x > x' 或 y > y' 时，有（
|
|
||

dF(G)
dt z = 1）<0，即 z = 1是中央政府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点，此时中央

政府倾向于采取积极的雾霾治理规制策略。当 x < x' 或 y < y' 时，有（
|
|
||

dF(G)
dt z = 0）<0，即 z = 0 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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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点，此时中央政府倾向于采取消极的雾霾治理规制策略。

（2）地方政府治霾策略演化稳定分析。分为地方政府A治霾策略演化稳定分析和地方政府B
治霾策略演化稳定分析。

当 z(GA−FA)+ y(αVA−αR +wA + cA)+ (αR−CA−wA +FA)= 0 时，有 F(A)= 0 恒成立，对于任意的

x 的取值都是地方政府A的稳定策略；而当 x(FA−GA)+ y(FB−GB)−(FA +FB)¹ 0 时，同理分析

dF(A)
dt = (1−2x)[z(GA−FA)+ y(αVA−αR +wA + cA)+ (αR−CA−wA +FA)] （16）

令 z(GA−FA)+ y(αVA−αR +wA + cA)+ (αR−CA−wA +FA)= 0 ，则：

z' =
−(αR−CA−wA +FA)−y(αVA−αR +wA + cA)

GA−FA

（17）

y' =
−(αR−CA−wA +FA)−z(GA−FA)

αVA−αR +wA + cA

（18）

当 z > z' 或 y > y' 时，有（
|
|
||

dF(A)
dt x = 0）<0，即 x = 0 是地方政府A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点，此时地

方政府A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的治霾策略。当 x < x' 或 y < y' 时，有（
|
|
||

dF(A)
dt x = 1）<0，即 x = 1是地

方政府A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点，此时地方政府A倾向于采取协同治理的雾霾治理规制策略。

当 z(GB−FB)+ x(βVB + cB−βR +wB)+ (βR−CB−wB +FB)= 0 时，有 F(B)= 0 恒成立，对于任意的

y 的取值都有地方政府B的稳定策略。

当 z(GB−FB) + x(βVB + cB−βR +wB) +( βR−CB−wB + FB )≠0时做如下分析：

dF(A)
dt

=(1-2 x )[ z (GB−FB )+ x (βVB + cB−βR +wB) +( βR−CB−wB + FB )] （19）
令 z (GB−FB )+ x (βVB + cB−βR +wB) +( βR−CB−wB + FB )=0，则：

z' =
−(βR−CB−wB +FB)−x(βVB + cB−βR +wB)

GB−FB

（20）

x' =
−(αR−CA−wA +FA)−z(GB−FB)

βVB + cB−βR +wB

（21）

当 z > z' 或 x > x' 时，有（
|
|
||

dF(B)
dt y = 0）<0，即 y = 0 是地方政府B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点，此时地

方政府B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的治霾策略。

当 z < z' 或 x < x' 时，有（
|
|
||

dF(B)
dt y = 1）<0，即 y = 1是地方政府B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点，此时地

方政府B倾向于采取协同治理的雾霾治理规制策略。

基于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根据上述求解过程，可以简要博弈各方的演化过程。如图 1（a）所

示，对于中央政府G而言，在曲面Q中的点在Z轴方向稳定，在曲面Q左方的点将演化趋向于Z=0，
在曲面Q右侧的点将演化趋向于Z=1。同理，对于地方政府A，在曲面P中的点在 y轴方向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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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P上方上的点将演化趋向于y=1，在曲面P下方的点将演化趋向于y=0，如图1（b）所示。对于地

方政府B，如图1（c）所示，曲面O中的点在X轴方向稳定，在曲面O左侧的点将演化趋向于X=0，在
曲面O右侧的点将演化趋向于X=1。

（a）中央政府G （b）地方政府A （c）地方政府B
图1 各级政府策略演化过程

（3）协同治霾策略博弈系统演化稳定分析。将上述式（4）、式（8）和式（12）联立，可得复制动态

系统：

ì

í

î

ïï
ïï

F(G)= z(1 - z)[x(FA -GA)+ y(FB -GB)- (FA +FB)]

F(A)= x(1 - x)[z(GA−FA)+ y(αVA−αR +wA + cA)+ (αR−CA−wA +FA)]

F(B)= y(1 - y)[z(GB−FB)+ x(βVB + cB−βR +wB)+ (βR−CB−wB +FB)

（22）

与博弈系统动态方程组相应的雅可比矩阵为：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ç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
÷

÷

÷

÷

÷

÷

÷
(1−2z)[x(FA -GA)+ y(FB -GB)- (FA +FB)] z(1−z)(FA−GA) z(1−z)(FB−GB)

[x(1−x)(GA−FA)]

(1−2x)[z(GA−FA)+
y(αVA−αR +wA + cA)

+(αR−CA−wA +FA)]

x(1−x)(αVA−αR +wA + cA)

y(1−y)(GB−FB) y(1−y)(βVB + cB−βR +wB)

(1−2y)[z(GB−FB)+
x(βVB + cB−βR +wB)+
(βR−CB−wB +FB)]

在复制动态系统中，令 F(G)=F(A)=F(B)= 0 ，可以得到局部均衡点为E1(0,0,0)，E2(0,0,1)，E3
(0,1,0)，E4(0,1,1)，E5(1,0,0)，E6(1,0,1)，E7(1,1,0)，E8(1,1,1)。依据演化博弈理论，满足雅克比矩阵的所

有特征值都为非正时的均衡点为系统的演化稳定点（ESS）。
首先分析均衡点为E1(0,0,0)的情况，此时雅克比矩阵为：

æ

è

ç

çç
ç

ö

ø

÷

÷÷
÷

- (FA +FB) 0 0

0 αR−CA−wA +FA 0

0 0 βR−CB−wB +FB

可 以 看 出 ，此 时 雅 可 比 矩 阵 的 特 征 值 为 λ1= −(FA +FB) ；λ2= αR−CA−wA + FA ；λ3=
βR−CB−wB +FB 。以此类推，将 8个均衡点分别代入上述雅可比矩阵中，可以分别得到均衡点所

对应的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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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雅克比矩阵的特征值

均衡点

E1(0,0,0）
E2(0,0,1）
E3(0,1,0）
E4(0,1,1）
E5(1,0,0）
E6(1,0,1）
E7(1,1,0）
E8(1,1,1）

特征值λ1

−（FB +FA）

−（FA +GB）

−（FB +GA）

−（GB +GA）

FA +FB

FA +GB

FB +GA

GB +GA

特征值λ2

αR−CA−wA + FA

αVA−CA + cA + FA

−（αR−CA−wA + FA）

−（αVA−CA + cA + FA）

GA + αR−CA−wA

GA + αVA−CA + cA

−（GA + αR−CA−wA）

−（GA + αVA−CA + cA）

特征值λ3

βR−CB−wB +FB

−（ βR−CB−wB +FB）

βVB + cB−CB +FB

−（ βVB + cB−CB +FB）

GB + βR−CB−wB

−（GB + βR−CB−wB）

GB + βVB−CB + cB

−（GB + βVB−CB + cB）

根据Friedman（1991）提出的方法对雅克比矩阵的稳定性进行判定：雅克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

均具有负实部，则均衡点为渐进稳定点；雅克比矩阵的特征值至少有一个具有正实部，则均衡点为

不稳定点。 根据原假设易知（FA、FB、GA、GB）>0，可以判定在上述的雅可比矩阵中，稳定点只

可能出现在 E1(0,0,0)，E2(0,0,1)，E3(0,1,0)，E4(0,1,1)四点。点 E1(0,0,0)成为稳定点的必要条件是

αR−CA−wA + FA <0且 βR−CB−wB +FB <0；点 E2(0,0,1)成为稳定点的必要条件是 αVA−CA + cA +
FA <0 且 βR−CB−wB +FB >0 ；点 E3(0,1,0)成为稳定点的必要条件是 αR−CA−wA + FA >0 且

βVB + cB−CB +FB <0；点 E4(0,1,1) 成 为 稳 定 点 的 必 要 条 件 是 αVA + cA + FA >CA 且

βVB + cB +FB >CB ；αVA + cA + FA 和 βVB + cB +FB 即为地方政府治霾的协同收益。

在此基础上，为了便于分析不同均衡点所对应特征值的符号，且不失一般性，假设地方政府的

治霾收益大于治霾成本，即 αR−CA−wA >0, βR−CB−wB >0 。在上述四个均衡点中，能够保证协同

治霾模式稳定性的只有点E4(0,1,1)，即两地方政府均选择协同策略，此时中央政府的治霾策略为消

极规制。在 αVA + cA + FA >CA ，βVB + cB +FB >CB 的条件下，对博弈系统的稳定性做出判定，其

最终结果如表5。
表5 地方政府协同治霾模式下演化稳定结果

均衡点

E1(0,0,0）
E2(0,0,1）
E3(0,1,0）
E4(0,1,1）
E5(1,0,0）
E6(1,0,1）
E7(1,1,0）
E8(1,1,1）

特征值

λ1

-
-
-
-
+
+
+
+

λ2

+
+
-
-
+

+，-
-

+，-

λ3

+
-
+
-
+
-

+，-
+，-

稳定性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ESS
鞍点

非稳定点

非稳定点

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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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仿真与结果分析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博弈系统各参数值变化对演化稳定状态的影响效果，运用MATLAB系统

仿真工具模拟博弈系统从初始状态向演化稳定状态的动态轨迹。基于本文以上结论，在

αVA + cA + FA >CA 且 βVB + cB +FB >CB 的条件下，即在保证协同治霾模式稳定性的演化框架内，

模拟各参数之间的影响效果。参数设定如下：设定各博弈主体初始政策概率为中立即（ x = 0.5 , y =

0.5, z = 0.5），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征询江苏徐州矿务集团、徐州环保局和审计局等多个

资源型企业高管、政府雾霾治理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参考了大量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穆泉、张世秋，2013；姜丙毅、庞雨晴，2014；唐湘博、陈晓红，2017；聂丽、张宝林，2019；
李昊，2019；初钊鹏等，2019；高明、廖梦灵，2020；张振华、张国兴，2021；张振华，2021），对模型中成

本和收益等外部参数变量进行设定，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其他各参数依据稳定性政策条件

设定如下（所设参数处于相同量级）：

R =60；VA =20；VB =15；GA =20；GB =20；FA =20；FB =20；α =0.6；β =0.4；cA =12；cB =10；
CA =30；CB =25；wA =20；wB =20。

（一）初始意愿对地方政府协同治霾演化的影响

由图2和图3可知，某一地方政府选择协同策略的初始概率越高，另一地方政府越倾向于选择

协同策略。一方面，这是因为当一方地方政府选择协同治霾时，另一方政府可以决定选择协同以获

取协同治霾成本缩减（cA、cB）及协同治理收益（VA、VB）；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在中央政府消极

规制的举措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协同治霾以规避处罚，此时当一方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治霾倾

向，另一方因“搭便车”行为受到处罚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故而当一方协同的意愿逐步增强，两地

概
率

x = 0.3 x = 0.4 x = 0.5

x = 0.6 x = 0.7 x = 0.8

概
率

概
率

概
率

概
率

概
率

注：t 表示演化周期，下图同。

图2 x对y和 z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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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达成协同治霾共识的意愿更强、速度更快，这也使得演化系统达到稳定用时更短。此外，在

当前赋值条件下，地方政府初始治霾策略的概率变动，并不会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造成明显的影

响。这表明中央政府在消极规制状态下可以达到演化稳定，且稳定状态受地方政府策略影响较小。

概
率

y = 0.3 y = 0.4 y = 0.5

y = 0.6 y = 0.7 y = 0.8

概
率

概
率

概
率

概
率

概
率

图3 y对x和 z的影响

由图4可知，中央政府选择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变化，对地方政府的治霾倾向只产生轻微的影

响，且这种轻微的影响表现为随着积极规制策略的概率初始值增加，地方政府趋向协同治霾的速度

有所降低，两个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搭便车”策略。这表明在政府采取积极规制的奖励政策时，地

方政府倾向于选择不协同治霾的策略，在治霾博弈中，中央政府消极的惩罚策略比积极奖励策略更

易推动地方政府进行雾霾治理。此外，在两个地方政府中，地方政府B更倾向于以“搭便车”的方式

来谋求最大利益，在中央政府初始策略变化时所受影响也更大。这表明地方政府B受中央政府政

策影响更为显著，上级政府应更多关注地方政府B的治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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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z对x和y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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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数敏感性分析

治霾总收益 R 对博弈系统的影响如图5所示。治霾的总体收益越高，博弈系统达到稳定状态

越难。这是由于总净收益越高，协同收益在收益组成中造成的影响力越不足，此时，“搭便车”收益

得到强化，政府对“搭便车”行为的惩罚的威慑力也会因为这种强化而降低。最终呈现出的博弈结

果就是地方政府主动治霾的难度更大，而中央政府则会以更快的速度倾向消极规制的策略以促进

博弈系统稳定。进一步观察图5，当收益 R 从100增至110，地方政府策略变化明显，其中地方政府

B的演化策略选择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表明地方政府B“搭便车”倾向更高，在总收益超过一定

数值时，对地方政府的影响较之中央更为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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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治霾总收益对演化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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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协同治理政策性补贴对演化系统的影响

GA、GB 对博弈系统的影响如图6所示，中央政府提供的政策补贴越高，博弈系统越快达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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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状态。其中，地方政府达到稳定状态的速率变化很微小，只有很小幅地提前稳定，而中央政府则

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快速向消极规制策略的倾斜。这表明中央政府对协同治霾的政策性补贴额度提

升并非是促进地方政府协同治霾的要因，即使是有一个较大的激励支持，地方政府协同治霾的倾向

变化仍不显著。而在此情形下，补贴数值上升导致的中央财政支出加剧则加速了中央政府向消极

规制策略靠拢。

图7反映了消极规制策略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消极治霾行为惩罚的变化对博弈系统的影

响。由图可知，当惩罚额度较小时，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取雾霾治理的收益，

尤其治霾收益分配系数较少的地方政府B，在惩罚力度较轻时更倾向于“搭便车”的方式。而当中

央政府加大对“搭便车”行为的惩治力度时，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发生了巨大转变，两个地方政府为

了避免遭受处罚都以较为明显的速度向协同治理策略转变，并且随着惩罚金额上升形成稳定协同

治霾策略的速度也有明显提升。此外，随着惩罚力度的增加，中央政府亦更快演化至稳定状态。这

表明随着惩罚力度的增大，中央政府的收益也在增加，只是当惩罚金额上升至 25后，变化不再明

显，这表示中央政府的惩罚力度也应有限额，需要谋定合适的消极规制策略才可使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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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央政府对“搭便车”行为处罚对演化系统的影响

图8和图9分别反映了地方政府选择协同治霾形成的额外收益和协同治霾带来的成本缩减变

动影响的博弈稳定性。两图都直观地反映出了协同治霾带来的好处越大，两地政府倾向协同治霾

的时间越短，而对于中央政府的影响却并不明显。协同治霾收益增加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协同

倾向，但协同治霾对中央政府的收益增加体现在协同治霾的社会效益上，与地方政府协同收益的关

系不大，故而中央政府受此影响程度较低。图 10的结果也非常清晰，当治霾一方的收益因“搭便

车”行为影响降低时，形成稳定的协同策略难度就会增加，这一点在两地方政府都有体现，地方政府

B较地方政府A反应更加强烈一些，这也表明其“搭便车”心理更重，需要更多上级政府协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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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激励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雾霾治理的成本越高时，形成稳定的协同治霾难度越大，如图11
（a）所示，当治霾成本上升时，若不能获取更高的收益，地方政府选择治霾的愿景本身就不高，这自

然加剧了双方协同治霾的难度。当治霾成本过高时，地方政府就会向“搭便车”策略倾斜，其中地方

政府B对治霾成本增加的应对能力更低，可见其治霾意愿不足。进一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A的初

始成本进行仿真，结果如图11（b）所示，稳定性变化倾向较之前结果出入不大，仍是地方政府B改变

幅度较大，这反映了收益分配系数差异性对治霾倾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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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协同治霾额外创收数额变动对演化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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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协同治霾成本缩减数额变动对演化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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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搭便车”导致的治霾收益缩减对演化系统的影响

由图12可知，地方政府的收益分配系数差异越大，博弈系统达到演化稳定状态所需的时间越

长，这表明收益分配异质性本身会造成一方政府产生“搭便车”心理。但是在仿真图反映的结果中，

收益系数较小的一方收敛于协同治霾的速度反而越快，这是因为在中央政府的政策调节下，政策补

贴抵消了部分另一地方政府“搭便车”行为带来的收益缩减，同时选择协同治霾能使其免于政策处

罚，这时获取的政策补贴和免除的政策处罚便可能弥补了其在分配收益上的劣势。由图 12还可

知，当双方对协同治霾收益均等分配时，两地方政府的演化曲线基本重合，进一步可以猜想，若两地

其他因素相同，演化路径将完全相同，这一结果充分表明了治霾收益分配差异是造成两地治霾博弈

结果不同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上级政府的调控作用则在雾霾治理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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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治霾成本变化对演化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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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收益分配系数变化对演化系统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区域政府间协同治霾三方博弈模型，并据此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对协同治霾参与

方的决策演化路径、影响要素及决策稳定性变化情况做出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在忽略异质性影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选择协同策略的概率越小，中央政府越倾向于选

择消极规制策略。在中央政府采取积极规制策略时，当一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协同，另外一方政府就

会更倾向于选择“搭便车”。当中央政府采取消极规制时，一方政府选择协同，另外一方政府也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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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选择协同。在地方政府参与协同治霾意愿不足时，上级政府对“搭便车”的政策处罚更利于促

使府际合作治霾的实现。在博弈演化过程中，中央政府对“搭便车”的地方政府的政策性处罚也极

大影响了其政策选择，只是当惩罚金额超过一个界限，惩罚带来的边际效益便会消失，即惩罚金额

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再继续增加将不再提高地方政府选择协同治霾的意愿，该临界值为参与协同的

地方政府中治霾成本较低一方的治霾成本金额。

第二，协同治霾的收益和成本都对政府的治霾决策有着重大影响，其中协同治霾总收益越高，

两地方政府越倾向于选择协同治霾，治霾成本越高，两地方政府越倾向于“搭便车”，但当协同治霾

总收益超过一定区间，一方政府可以通过“搭便车”获得超额收益超过由此带来的处罚成本时，中央

政府的规制就会失灵。在协同治霾合作体系中对收益分配较少且治霾成本较低的一方，更易在总

收益很高时“搭便车”。此外，地方政府协同治霾的额外收益及双方协同策略下治霾成本的缩减都

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做出协同决策，但此二者对中央政府决策选择的影响则不明显。协同策略下治

霾成本的缩减对参与方达成协同治理的正向影响远远超过协同带来的额外收益的影响，可见，协同

治霾决策对参与方治霾成本的降低是地方政府从“搭便车”到协同的关键。

第三，不同地方政府发展水平不同、环境基础不同、权力也不对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政府间

异质性的存在，在博弈系统中体现为治霾收益分配比重的不同，这是造成治霾博弈决策差异的根本

原因，也是影响协同模式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在收益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分配系数较低的一方更倾

向于“搭便车”。此外，分配系数较低的一方受成本、收益和处罚等各类要素变动的影响也更大，且

通常更容易向“搭便车”决策转变。这表明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博弈中，收益分配劣势一方

更可能滋生“搭便车”的心理，这是需要中央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二）政府间协同治霾政策建议

结合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过程和上述结论，本文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协同策略以及地方政府间

协同策略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

（1）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协同推动作用。协同治霾的形成有赖于中央政府的调控，

而相较于鼓励性质的规制手段，严格的惩罚举措更利于雾霾治理的实施，中央政府应在保证惩罚力

度的同时设定惩罚上限才可获得最佳的规制效果，同时中央政府的规制应以奖惩作为支持协同治

霾的手段，以财政及其他方面资源作为支持治霾的激励。中央政府应更多关注弱积极性的一方，通

过设计奖优罚劣的行政规制手段实现雾霾治理系统的稳定均衡。

（2）明确权责机制，划分权力界限。以治霾为例，不能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应妥善划分中

央和地方政府在雾霾天气治理工作中的职权，以中央政府为指导中心，各级政府充分利用自己的自

主权来制定和执行符合地方特色的政策法规协同参与。同时在雾霾治理问题上，应淡化人为的属

地界限划分，不再只追究雾霾问题当地责任，而是在各市各县划定大范围跨区域的环保责任区，根

据污染辐射范围按从中心到四周百分比递减的形式对整体污染范围内地区问责，强化政府间的合

作治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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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控整体方向，引导治霾创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关治霾的博弈中，中央政府需让

渡充足的自主权发挥各地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但在大方向把控和顶层设计上中央政府需做好

基础的协同制度保障。在治霾机制和方法上，中央政府应统筹全局，在倡导各地方政府创新的同时

将优秀的实践经验在大范围层面上推广。

（4）协调利益分配，尽可能平衡各方权力与义务。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政策的实施层，执行中

的利益摩擦不可避免。为了促进各级地方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和协同治霾的顺利进行，各地政府间

利益分配均衡必须得到重视。一方面要在各个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利益互惠和利益互补的格

局，另一方面要落实区别责任，让雾霾污染严重地区与发达地区承担更多责任。具体实践中，需从

各地政府对利益的基本诉求出发，尽可能地消除由于发展水平不同而带来的合作利益和成本分配

不平衡的问题。在雾霾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区域应当共同寻求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通过一定

的利益互补与利益让渡促成能够实现利益共享、利益互惠和利益补偿的利益共同体。

（5）职责共担，加强政府间合作紧密度。所谓协同行动，就是要紧密合作、互信互利，在实际操

作中可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成立治霾专项机构，集中负责管控处理治霾事宜，且权力凌驾于各单

一组成方，定期举行工作会议，要求治理各方及时反馈雾霾治理情况，分析并决定下一步雾霾天气

联防联治的工作重点，并处理协同问题。二是严格落实相关协同方在各项治霾工作中的具体责任，

但对外职责共担，将两地的雾霾问题看作同一问题，深度合作互相监督。三是完善协同治理区域内

各主体的信息共享。不单是雾霾信息，还应包括各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政策方面的信息。一

方面信息共享的主体要全面，不仅包括其他地方政府，还要包括区域内的社会大众、企业；另一方面

信息共享要保证透明，信息要包含详细的证据和信息源以确保信息真实可靠。四是以协同发展推

动协同治霾。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地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日趋密切，借此契机各级政府应努力

突破区域壁垒，在加强引导市场，深化产业合作的同时，借鉴共同发展经验组织共同治霾，促进绿色

共同发展。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只是单纯从利益调配角度，以奖惩收支对中央政府“纵向规制”作用做出了探索。但事实

上，中央政府的规制工具还包括机构嵌入、规则安排、政治引导和行政命令等，中央政府的参与除了

调整各地异质性差异，其协同的动因以及在其他方面作用产生的价值是否应定量核算纳入系统考

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地方治霾政策的选择也远不只是成本收益的估量那么简单，包括外部

政策环境、当下产业状况、其他利益与协同利益的重叠程度等，这些因素影响了协同治霾的哪些环

节，产生多大影响都需要纳入考虑。因此，在统筹上下级政府纵向协调与同级政府横向关系的基础

上，还需有更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指标指导政策选择才能使有关协同治霾的研究更加真实有说服

力。此外，雾霾治理与大气治理无法割裂，未来我们应该细分地区和行业研究雾霾及各类大气污染

协同治理的方向，研究雾霾与大气污染的共同驱动因素和协同治理行动的影响要素，同时进一步完

善包括不同级别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企业和公众等多个参与方参与的协同治理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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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框架，构建污染联合治理多主体、多学科研究框架，为制定有效的协同治理政策奠定基础。最后，

系统收益的分配是影响博弈稳定的重要因素，协同治霾的收益分配问题也需更深入的研究，在多主

体参与协同治理行动中必须有科学长效的收益分配方式，这是此后的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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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ree-Riding" to Regional Synergy：
Research on the Game of Regional Intergovernmental

Haze Control Strategies

Bai Kang, Wang Shijin, Shao Zijian
（Business Collag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mog seriously endangers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has also caused great trouble to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haze control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scientific way to control haze.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takes inter-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as the research point,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 local governments, analyzes the benefits of each party under dif-

ferent policy inclinations, and studies the benefits, costs, and costs of haze control through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s the negative regulation strategy rather then active strategy,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stable and coordinated haze control mechanism. And the greater the penalty for

"free-riding", the faster the stability of the game will be formed.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 costs and benefits of haze

control, the difference in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s caused by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s a key factor in "free-rider" be-

havior. "Free-rider" behavior will cause the los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ocial effect, and the promo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coordinated haze control is the key to its social benefit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en-

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regional co-

ordinated haze control at the level of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specific operations.

Keywords: Smo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Evolutionary Game; Free R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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